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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四端

———孟子道德心的结构分析

郑宗义

　
摘　 要　 对孟子的道德心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是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
个相互关联与穿透的方面所形成。依此，四端的 “端”不只是端绪和萌蘖，还有端项的意思，而 “四端”亦

非道德心随处境而发见的四个例子，乃是构成道德心的四面。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看，恻隐是以他人痛苦为中

心的同感关怀；羞恶是近乎愧疚的具建设性的情感或道德意识，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人在应该恻隐而不恻隐时

所产生的；辞让是恻隐一面于人可以放弃自己所有让与他人的情况下的表现；是非则是合恻隐与羞恶两面而

成。这四面一方面是道德的情感反应，另一方面也是道德的道理。对道德心的运作而言，四面有统摄与生克的

关系；它们是道德心涵蕴的理性与情感以显隐的方式所表现出的动态的统一。有了这结构分析，对孟子的道德

心乃至宋明心学应可以有更加恰当相应的了解，甚至可以尝试反过来给道德心理学提供一些另类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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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孟子的 “心”（或更严格说是道德心），过去的研究虽已汗牛充栋①，但本文仍想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

即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ｏ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ｈｅａｒｔ ／ ｍｉｎｄ）是由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四个相互关联与穿透的方面 （ｆ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所形成。这个新观点，是

５

① 孟子心学是儒学十分重要的一支，先有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演绎发挥，继有当代新儒家的复兴弘扬。至于西方学者对儒学感

兴趣的，则孟子心学亦属不能回避的课题。所以对此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概略言之，汉语学术界多承继宋明传统，判定孟子的心

是一超越的道德本心，非心理学的心；此心即理即情，是合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而为一者，唐君毅名之为 “性情心”，牟宗三名之

为 “道德的觉情”。英语学术界则倾向于以西方伦理学与后设伦理学为参照，采取它们的问题意识与概念框架来析读孟子，而借用

道德心理学乃顺理成章的事。双方取径截然异趣，过去鲜有交集，晚近汉语学界却渐渐多了受英语学界影响的研究。笔者的诠释立

场虽同乎唐、牟，但本文的旨趣，不在争辩道德心的存有地位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而是提出一个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的新观
点。下面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中英文著作，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全集校订版），台

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９５ １０４页；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全集校订版）卷 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 ２１２ ２６１页；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３册，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１年，第 ２７６ ２８１页；牟宗三：《原善论》第 １章
“基本的义理：告子篇上疏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１ ５８页；李明辉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索》，台北：“中央研
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１９９５年；李明辉：《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１年；陈荣灼：《孟子哲学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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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到宋明儒者特别是朱子和刘蕺山的启发，另一方面结合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成果而得着的。第一节将

先做几点预备性说明，以为后面析论作铺垫。第二节借取道德心理学，仔细分疏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

涵义。第三节汲取宋明儒者的睿识，阐发四端的关系以及说明道德心发用时的运作方式。最后，沿此结构分析

来对孟子的道德心乃至宋明心学做恰当相应的了解，并且尝试反过来给道德心理学提供一些另类的研究思路。

下面让我们先做几点预备性说明。首先，孟子道德心的内容意义，不可以通过综括 《孟子》所有涉及心

字的文本以求解。因为先秦文献有一字多义的情况，尤其是 “心”字常作一般意义的使用，把各种心灵活动

皆纳入其中。例如，“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

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 （《荀子·性恶》）的心，显然不是 “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荀子·天论》）的心。同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那劳动的心，“人恒过，

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孟子·告子下》）那受困与思虑阻塞的心，亦不宜与 “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混为一谈。简单地归纳 《孟子》中 “心”字的不同含义来填充道德心的

内容，非但不是丰富，反而是模糊。

其次，可以代表孟子道德心的，应是心能发为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或 “仁、义、礼、智”

的文字。这最主要的一见于 《孟子·公孙丑上》，一见于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

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

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

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

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

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 ‘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

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

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

这两段引文有待诠释的地方很多①，但两相比较，则有数点可说。（１）《孟子·公孙丑上》谓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乃仁、义、礼、智之 “端”，但 《孟子·告子上》则说是仁、义、礼、智也。对此学者各有分说，

亦曾引起争议，下面将依本文的旨趣与思路提出解释。（２）《孟子·公孙丑上》的 “辞让之心”在 《孟子·

告子上》作 “恭敬之心”。（３）《孟子·告子上》没有举孺子入井的例子，却即心言性，关联于性善来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中还另有论及仁、义、礼、智的话，与上引两段文字颇有出入，试看下

列三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

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豍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豍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

６

① 例如，《孟子·公孙丑上》的 “乍见”是在描述一个怎样的场景，“皆有”如何证立，“无 Ｘ之心，非人也”是对人作了何种定义，
“人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的 “有”是什么意义上的 “有”等问题。又如，《孟子·告子上》“性无善无不善也”“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命题应如何理解，孟子为何不采纳而必主张 “性善”等。凡此，与下文相关者会作说明，但

未能逐一分析。笔者曾撰文仔细诠释，可参见郑宗义：《〈孟子〉的修己思想》，载郑吉雄、卢伟成编：《古典今情———跨越时空的经

典阅读与赏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１９３ 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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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

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

（ａ）此处 《孟子·尽心下》以 “不忍”释 “仁”，与 《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相通，既不忍心见

他人受苦 （案：反心为忍，不忍即狠不下心的意思），自然 “无欲害人”；以 “不为”释 “义”，则正因羞恶

故不为，既羞恶而不为，自然 “无穿逾”，朱子注解：“穿，穿穴；逾，逾墙，皆为盗之事也。”① 又以 “无受

尔汝之实”释 “义”，朱子注解：“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人虽或有所贪昧隐忍而甘受之者，然其心中必有惭

忿而不肯受之之实。”② “惭忿而不肯受之”即羞恶也。至于 “达之于”与 “能充”，乃是申明扩充仁义之心

的意思。（ｂ）所以，比较费解的是 《孟子·尽心上》与 《孟子·离娄上》，以 “亲亲”或 “事亲”释 “仁”

或 “仁之实”，以 “敬长”或 “从兄”释 “义”或 “义之实”（案：兄，长也；从，敬也。但从兄只是敬长

之一例，敬长的范围要比从兄大）。仁固表现为恻隐，然恻隐是从反面看的不忍他人痛苦所生的负面情感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若转从正面看，即是爱 （ｃａｒｅ ｏｒ ｌｏｖｅ），不爱则他人死活与我何干。孔子答樊迟问仁，便
说是 “爱人”（《论语·颜渊》）。故不妨视爱父母为仁的典例，有子更说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

语·学而》），即以孝和弟作为践仁的开始 （案：“其为仁之本与”句有不同解释，此处取宋明儒的通说）。可

见，转以亲亲说仁，意思上仍可通乎恻隐，但敬长、从兄不应也是 （从爱而说的）仁，或与恭敬之礼可相

通③，而似与羞恶之义扯不上关系。对此，连朱子亦乏善解，他说：“这四个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随事相连而

见者：如事亲孝是爱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义。”④ 所谓 “随事相连而见者”，是说孝弟乃相连之事，

仁和义放在此脉络，则事亲之事既属仁，其后的敬兄之事便属义，但此解牵强，也无义理上的重要性。（ｃ）
倘从现代家庭心理学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角度看，反易觅一善解。此即人年幼时由于依赖而爱父母是较自
然的，因这样的爱现实上是发端于人的自然性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虽儒家的孝不能限于自然性向而必求
转化之。⑤ 相比之下，家庭中的兄弟姊妹更多的是和自己竞争父母的爱与资源的敌体，理想的兄友弟恭是较脆

弱的，故不从兄反倒可能是常态。事实上不从遂心生羞恶而知应该从，则从兄可通乎羞恶之义。同样，孝敬

年长的父母是较自然的，因毕竟属相处多年的家人，即便有时亦会不满年长父母而忤逆，但不满而不敬，对

家庭以外的长者似乎更易发生。事实上不敬遂心生羞恶而知应该敬，则敬长可通乎羞恶之义。必须指出，这

样解释不必人皆接受，不过是尽诠释者求融贯解读文本的责任而已。（ｄ）至于 《孟子·离娄上》用 “知斯二

者 （案：即仁与义）弗去”释 “智之实”，用 “节文斯二者”释 “礼之实”，则是以知仁义通乎是非之智、

仁义之节文或制度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通乎辞让或恭敬之礼。凡此，在读毕本文后，当知如此申说在义理上
是顺适的。最后，《孟子·离娄上》还提出 “乐斯二者”的 “乐之实”，然此绝非于四端之外再添第五端，因

乐只是道德心能如如呈用、周流贯彻于吾人生命中的果效，此即道德心的 “不可胜用也”。借用后设伦理学

的话说，是道德动力 （ｍｏｒ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充沛不息，故谓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犹如孟子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话。

再次，在 《孟子·公孙丑上》中，（１）四端既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故 “端”是端绪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即开始之义。⑥ （２）又若与 《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合而观之，则 “端”

７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３７２页。
朱子说：“故见孺子入井，便有恻隐之心；见穿逾之类，便有羞恶之心；见尊长之属，便有恭敬之心；见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见得

非，便有非之之心，从那缝罅里迸将出来，恰似宝塔里面四面毫光放出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年，第 １２８８ １２８９页）但如此一来，敬长包括从兄便是恭敬之礼而非羞恶之义的表现，与 《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上》

的说法不侔。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９页。
儒家的孝不能限于自然性向，亦不是自然偏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个中义理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郑宗义：《仁爱与兼爱———重探儒
墨之是非》，《中道 （中大哲学评论）》第 １辑 （创刊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年，第 １３４ １７２页。
朱子说：“端，绪也。因情之发露，而后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见。”又说：“若以始终言之，则四端是始发处，故亦可以端绪言之。”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５、１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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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萌蘖 （ｓｐｒｏｕｔ），即萌芽之义。① 无论取端绪或萌蘖的意思，四端都是心之当机发用 （即在某个特殊情况

下的呈现），而不是说有四个心。然特殊情况千变万化，则心随之感应发用者又岂只限于四端，四端不过是例

示而已。读 《孟子》而自得之的陆象山便作如此解：

先生言：“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

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诵：“诚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②

才闻先生说，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但是

人自有病，与他间隔了。”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轻亦是病。”予于此深有省。③

心不限于四端，乃 “当宽裕温柔，自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④。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儒家唐

君毅、牟宗三亦跟从此解。唐君毅说： “吾人谓孟子之言性善，乃就人对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之感应上指

证”⑤；“而此处之感应，即皆为无私的，公的，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类。故人之性是善的”⑥。

牟宗三更是直接肯定象山解说为恰当：“此方是本心赅万德，又岂只包四端而已哉？”⑦ 他还进而申论说：“就

《孟子》说，本心含万德，仁心只是其一端。就包含说，《孟子》之本心即相当于 《论语》之仁。而在孟子，

则四端之心只是平说也。”⑧ 将心之四端视作万端中的四例，仁之端自不能包乎四端或万端。此处若仍要说有

包乎四端或万端者，便只能是心，而心的理论地位即约略相当于 《论语》中那全德或一切德之源 （ａｌｌ ｉｎ ｏｎｅ）
的仁。很明显，唐、牟并未措意于分析四端及其相互间的可能关系。但此处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孟子既只

举四端作例，是否意谓四端 （及其所表现的四德）为可概括其他一切善德？若然，则四端就不仅是万例中的

四例，而是能代表道德心的四个基本方面，而 “端”乃是 （３）端项 （ａｓｐｅｃｔ），即方面之义。
事实上，宋明儒者中早有将 “端”作 “端项”解，此朱子之孤明先发也。朱子虽知 “端”含端绪或萌蘖

的意思，却更倾向于将四端视为心的四面。其言曰：

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着

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着义，便有礼智相对。⑨

因说仁义礼智之别，曰：“譬如一个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则又周贯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间又自有小界

限，各各是两件事。恻是恻然发动处，隐是渐渐及着隐痛处，羞是羞己之非，恶是恶人之恶，辞是辞之于己，

逊是逊之于人，是、非固是两端。”瑏瑠

首段以破梨为喻，表示人心发用出来，自然成仁义礼智四派 （派即分支系统），这对说明四端之间的关系甚

有启发，下面我们会再回到这点上，此处暂不多说。次段重复申述仁义礼智是一个物 （心）的四界 （界即分

限间隔），并说四端又各可两分：恻与隐、羞与恶、辞与逊 （让）及是与非。后来刘蕺山应是受朱子影响，

径直将端释为项，以解决 《孟子·公孙丑上》与 《孟子·告子上》的差异。他说：

“恻隐之心，仁也。”又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说者以为端绪见外耳，此中仍自不出来，与 “仁

也”，语意稍伤。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说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义礼智去，故曰 “四端”。如四体判下一

般，孟子最说得分明。后人错看了，又以诬仁也。瑏瑡

依此，“仁之端”是指 “仁的一端”（仁的一面），与说 “仁也”无甚分别，这样就轻易解决了 《孟子·公孙

丑上》与 《孟子·告子上》的不同。后儒于此做文章，不过是 “错看了”。朱子与蕺山既别出心裁将四端解

８

①

②

③

⑤

⑦

⑨

瑏瑠

瑏瑡

朱子说：“〔……〕程子云 ‘以其恻隐，知其有仁’，此八字说得最亲切分明。也不道恻隐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恻隐，别取一个物事

说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得知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别取一个根。”（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８页）
④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３４ 《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４２３、３９６页。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３５ 《语录下》，第 ４４８页。

⑥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 ９６、９８页。

⑧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３册，第 ２６２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６，第 １１３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９页。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４ 《学言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１９９６年，
第 ５５０ ５５１页。



心之四端

作四面，自对四面及其相互关系多有所论，凡此下文续有分析。回到 “端”的意义，则虽谓心之感应可以有

万端，唯孟子独举四端，又以恻隐之仁 （孺子入井一例）概括其余，故不妨说四端实乃万端之最根本者，而

端项与端绪、萌蘖的意思为不相悖。本文想通过四端来揭示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故取端项义，然不

排斥端绪、萌蘖之义。

再其次，依孟子，四端是心；依象山，四端是心亦是理，盖四端所表示的仁义礼智乃根于心的 （道德

的）理。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显然有情感义而可以说是情，程伊川、朱子便首先提出这样的说法。

朱子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① 他甚至把 《孟子·告子

上》“乃若其情”的 “情”字亦解作情感：

问 “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说，情却可说。所以告子问性，孟子却答他情。盖谓情可为善，则性无有不

善。所谓 ‘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恻隐是情。恻隐是仁发出来底端芽，如一个谷种相似，谷之生是性，

发为萌芽是情。所谓性，只是那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四件无不善，发出来则有不善，何故？残忍便是那恻隐反

底，冒昧便是那羞恶反底。”②

朱子认为四端都是情感，实有所见。这比起今天有些人陷入西方哲学二分理性与情感的窠臼而望文生义，以

恻隐之仁与羞恶之义属情感、辞让之礼与是非之智属理性要高明得多。不过他解 “乃若其情”是过度诠释也

无可讳言。《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句，顺

上文下来，意思是：依人性的实情 （或实质），是有能力 （可以）为善的 （案：此能力自是下文紧接着说的

恻隐、羞恶、恭敬与是非之心），所以说人性是善。而若人为不善，不是为善能力 （即才，亦是心）的过失。

可知象山谓 “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方为确解③，而朱子之划分心、性 （理

或四德）与情 （四端）则非孟子之说。在 《孟子》，情字凡四见，其义不外情实或人之质实④，没有作情感义

使用的。过去研究者大多接受葛瑞汉 （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的论断：认为汉以前文献中的情字，都是指情实而非情
感。⑤ 虽亦有依 《荀子》与 《礼记》作反驳，主张其中有些情字除作情实外也可作情感解⑥，但这些都是在孟

子之后，则孟子时应没有情感义的情字可用，故他只得以 “心”来说四端。然晚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或可证

明在孟子之前已出现指谓情感的情字。例如，《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道始于情，情生于

性”⑦；“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凡声其出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

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⑧ 又如 《语丛二》分言喜、乐、悲、恶、怒、胜、?、贼、

愠、忧、哀、惧、慊、悦、好等各样情感。⑨ 学者对儒简的 “情”字是否指谓情感虽仍意见不一，但假使是

有情感义的，则孟子以心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便极可能是故意舍情感义的情字不用 （即使有亦不

用），以其根本无法凸显四端乃善的情感之故。而四端既是不离乎 （善）性的情感，则说其为性之情实或质

实反倒更顺适妥帖且不易产生混淆 （与一般情感混为一谈），故云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这层意思，

蕺山曾说得明白：

七情之说，始见汉儒 《戴记》中，曰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字不伦不理，其义颇该之 《大学》正修两传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５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９，第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１页。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３５ 《语录下》，第 ４４４页。
此四见为：（１）“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２）“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滕文公上》）；（３）“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矣”（《告子上》）；（４）“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此中 （１）（２）作情实解，（３）（４）
作人之质实解。

参见 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牞 Ｌａｔｅｒ Ｍｏｈｉｓｔ Ｌｏｇｉｃ牞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牞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牶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７８牞 ｐｐ １７９－ １８２牷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牞 Ａｌｂａｎｙ牞 Ｎ Ｙ 牶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０牞 ｐｐ ５９－６５。
参见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牞 Ｙｕ 牗余国藩 牘 牞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牶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牞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牞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牶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７牞 ｐｐ ５６－６６。《荀子》中或可解作情感的情字有：（１）“歌谣、?笑、哭泣、谛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
于声音者也。”（《荀子·礼论》）（２）“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礼记》中则有：（３）“何谓人
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

之？”（《礼记·礼运》）（４）“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

⑧⑨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０５、１０６、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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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案：此指 《大学》释正心修身的文字，即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

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然 《大学》亦绝不露出情字。古人言

情者，曰 “利贞者，性情也”，即性言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乃若其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

“如得其情”；皆指情蕴情实而言，即情即性也。并未尝以已发为情，与性字对也。“乃若其情”者，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也。①

无论如何，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有情感的意义乃不容否认，并且用现代的话说，它们都是道德情感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与喜、怒、哀、惧、爱、恶、欲的感性情感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迥然有别。当然如何识别
它们的道德性质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最后，若能正视四端为道德情感，则沿此可进而考察这些情感在人心中呈现出来的心理机制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或曰心理现象，而道德心理学便大有可资借鉴之处，这正是下文的工作。不过，采
取道德超验主义 （ｍ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研究进路将孟子的道德心诠释为超越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本体
的本心，或会质疑借用心理学的视角为不适当，有把道德心低视为习心、识心之虞。像牟宗三就说过，孟子

的心不是心理学的：“心当然有属于气的，譬如我们现代所说的 ‘心理学的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ｎｄ）便属于
气，是材质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但是 ‘良知’及孟子所说的 ‘本心’不是心理学的。用康德的话来说，它是超越

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不能用气来说。”② 毋庸讳言，当今不少 （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喜从自然主义伦

理学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ｔｈｉｃｓ）的角度解读孟子，但此既不能有 《孟子》文本的充分支持，且与宋明理学的整个孟

子学诠释传统磗格不通，故非笔者所取的立场。③ 然而本文却以为，即便我们认定孟子的心是超越的、本体的

而非经验意义的，连带地四端之情 （感）亦如是 （案：或可名为本情），但超越的、本体的并不等于只停留

在抽象的理念世界，相反是必得表现于吾人的现实生命 （即经验生活）中。用 《乾文言》的话说，先天而天

弗违者，亦必后天而奉天时。诚如朱子说：“理难见，气易见”④；王阳明亦说：“孟子 ‘性善’，是从本原上

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⑤ 所以，吾人的心

理机制或心理现象正是本心、本情所示现的相状 （示相），借此应可反过来透映出本心的实性 （即内部或曰

存有结构）及其运作。把道德心理学完全排拒在超越的、本体的研究进路外恐会因噎废食，此中拿捏的分寸

端在于如何避免落入化约主义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窠臼。易言之，我们可以借现象的示相来了解本体的实性，
却不必把本体化约为现象。

二

这一节让我们借用道德心理学的视角来逐一分析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四端。先说恻隐。《孟子·公孙

丑上》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是说当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落井里，会惊惧 （朱子注：“怵惕，

惊动貌”⑥ ），并在内心生起一股逐渐深切的伤痛之感 （朱子注：“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⑦，又说：

“恻，是恻然有此念起；隐，是恻然之后隐痛，比恻是深”⑧ ）。惊惧是意识到小孩处于危险的境况；伤痛是

仿佛感受到小孩的不幸。引文是以怵惕恻隐来说明不忍人之心，故恻隐是 “不忍”，狠不下心不顾别人死活。

依此，恻隐亦通乎孔子对宰予 “不安”的指点 （见 《论语·阳货》），盖人丧亲，内心必悲痛不已而不安于食

夫稻、衣夫锦，乃知宰予所谓安，无非是对此悲痛的麻木不觉。所以恻隐是不忍、不安；不恻隐是残忍、麻

木。用今天的话说，恻隐是人面对别人的痛苦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时产生的伤痛情感。必须指出，此伤痛情感不能只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１ 《问答》“商疑十则，答史孝复”，第 ４０６ ４０７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４００页。
笔者的诠释立场，详见郑宗义：《〈孟子〉的修己思想》，载郑吉雄、卢伟成编：《古典今情———跨越时空的经典阅读与赏析》。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６，第 １１２页。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２ 《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６８ ６９页。阳明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的话，须有简别，否则易生误解。阳明的意思是，四端必借气以显动用，乃可

于气上观之，而非谓四端全属气。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３７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６页。



心之四端

停住于意识或心理的层面，而必发为帮助受苦者缓解其痛苦的利他行动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虽则这点 《孟

子·公孙丑上》未有明白交代。不过，《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齐宣王看到被牵往衅钟的牛时不忍其觳觫，

就做出以羊易牛的举动。稍有不同的是，《孟子·公孙丑上》乍见孺子入井，所萌生的恻隐于仓促之间恐怕

未来得及进行 “心灵阅读”（ｍｉ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即想象成为孺子而感同身受其惊恐，但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

王说 “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则似乎有想象成为牛而感同身受其若无罪而就死地的觳觫。这点

对于理解恻隐是否必须有心灵阅读十分关键，我们留待下面再作析论。

人看见别人痛苦时为什么会产生伤痛情感？道德心理学的答案是人有 “同感”（ｅｍｐａｔｈｙ）。于是，学者
便多把恻隐视为同感。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对同感并未达至完全一致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同感也不是

人面对他人痛苦时唯一的一种会让人产生伤痛的情感反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因此为清眉目，并使道德心
理学的参照能有效帮助而非混乱我们对恻隐的理解，以下将借用萧恩·尼科尔斯 （Ｓｈａｕｎ Ｎｉｃｈｏｌｓ）《情感规则》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一书中的观点作为分析工具。① 但在进入分析前，有需要简略介绍一下此书的背景及说明借
用的理由。尼科尔斯的研究主题是运用心理学来解释道德判断，由此建立一套说明道德判断的哲学理论。他的进

路是采纳 “发展心理学”（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和 “认知精神病理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的研究
证据，也就是说，通过对比成年人与儿童及精神病患者的道德心理现象来揭示道德判断的心理要素，而所建

立的解释理论就是书名所示的 “情感规则”。扼要来说，他以为人能做出 “不应伤害他人”这项他称为 “核

心道德判断”（ｃｏｒｅ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是因人具有情感规则。此规则会禁止人做出那些能引发自身负面情绪
的行为，例如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目睹他人受苦。而情感规则是借由 “规范信息或规范理论体系”（ａ ｂｏｄｙ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与被别人痛苦所触发的 “情感机制”（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两者协
作所形成。后者就是道德心理学探究的 “同感”，是属于情感的 （构成情感规则中情感的部分）；前者是指禁止

伤害他人的规范，亦即把 “同感”道德规范化，故是属于理性的 （构成情感规则中规则的部分）。对于两者如何

协作，尼科尔斯更提出 “发展权变模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与 “在线模式”（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两
项假设，这里不能亦不必多说。②

显然，尼科尔斯的情感规则与孟子的道德心南辕北辙，但其实双方也不无可资相互攻错的地方。本文借

用尼科尔斯的观点作分析工具主要考虑到：（１）他以 “不应伤害他人”为最具跨文化共性的核心道德判断，

这与儒学的立场相符。因为 “不应伤害他人”可以引申出 “应不忍他人痛苦”或 “应仁爱”（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的
道德判断。③ （２）他的书有专章分析人面对他人痛苦时萌生伤痛的各种情感反应，有助厘清和说明同感或恻隐
的特性。（３）对于主张同感乃至利他行为必须具备阅读他人心灵 （包括情感与信念等）的能力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ｒ ｍｉ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尼科尔斯运用心理实验的证据提出质疑，并建议对心灵阅读作最低程度的解说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已足够。此最低程度的心灵阅读即是人有将痛苦归于他人的能力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好像未满三岁的小童即使未发展出较高程度的心灵阅读能力，但当看到他人跌倒受伤，
仍能感同身受 （与认知）他人的痛苦，也就是说已有同感。下面我们将会演释发挥这项修正以助阐释孟子的

恻隐。（４）最后，尼科尔斯的情感规则是理性与情感协作的产物。虽然他认为情感机制更关键，且强调理性
与情感是可以分离的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ｂｌｅ），但已算是尝试突破理性与情感的二分。孟子的道德心一面是情一面是理，
也不妨说是由理性与情感协作所构成，然个中细节则截然异趣，沿此乃可以发展出一种对如何协作的另类

思考。

回到恻隐的分析，尼科尔斯把人面对他人痛苦而萌生伤痛的情感反应大分为两类④：一是 “反应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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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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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牞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牞 ｐｐ ３－２９。
必须指出的是，因尼科尔斯毕竟是以心理情感为道德判断的自然基础，故对道德客观主义 （ｍｏ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有批判性的反省，甚
至认为即使放弃了客观性亦无碍人可以作道德判断。参见 Ｓｈａｕｎ Ｎｉｃｈｏｌｓ牞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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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一是 “关切”（ｃｏｎｃｅｒｎ）。两类之下又依是否 “同感的”（ｅｍｐａｔｈｉｃ ｏｒ ｎｏｎｅｍｐａｔｈｉｃ）再各分
为两种：反应性痛苦包括同感的 “感染性痛苦”（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和非同感的 “个人痛苦”（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关切包括同感的 “第二序感染性痛苦”（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和非同感的 “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此中同感
的第二序感染性痛苦是尼科尔斯对通常说的同感的一个特别解说，即把通常说的同感理解为感染 （他人）痛

苦的持久表现而不限于被感染的当下情境。但由于这个解说颇具争议性，非必人人接受，故本文建议将之改

为 “同感关怀”（ｅｍｐａｔ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以涵盖通常说的同感。
下面让我们逐一说明这四种情感反应。首先，顾名思义， “感染性痛苦”是情感性感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所感染的是他人的痛苦。情感性感染是指被感染者于一瞬间抓住 （ｇｒａｓｐ）了他人的情感，故而是
同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难体验过，像是良朋欢聚时很易被他人的欢乐感染。感染性痛苦的典例是医院

育婴室中一名婴儿的啼哭声很快便感染到其他婴儿。而 “个人痛苦”则是指面对不幸情景使人产生痛苦，如

目睹车祸丧生的死者会让人内心伤痛不安。但与感染性痛苦相比，它却不是同感的，因人无法抓住已死者的

情感。不过，感染性痛苦与个人痛苦也有不少相同之处。首先，两者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吾人去帮助受苦者的

利他行为的动机。这两种情感反应在人内心引发的驱动力，是逃避 （ｅｓｃａｐｅ）远多于帮助 （ｈｅｌｐ）。换言之，
产生这两种情感反应时，吾人大多是在无法逃避的情形下才会帮助不幸的他人。其次，这两种情感反应引发

的驱动力不能持久 （ｎｏｔ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吾人目睹车祸，固然会感到痛苦以至想去帮助受伤者，但只要一旦离开车
祸现场，那痛感及助人的动机都将逐渐减弱。尤有甚者，想象吾人面对一虚构的痛苦情境 （假装的车祸）而

心生痛苦，即使情境被拆穿了，这两种情感反应依然会在人心中残留，像心有余悸般 （但很难想象吾人的同

感关怀在虚构痛苦情境被拆穿后仍会残留）。凡此，可知感染性痛苦与个人痛苦都是：被动的 （ｐａｓｓｉｖｅ）、反
应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及指向自己或以自己为中心的 （ｓｅｌ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ｒ 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所谓指向自己的，意即由他人
痛苦所唤起的痛苦是指向自己而非指向不幸的他人，因此重要的是如何消除自己心中的痛苦，例如逃离感染

现场，而非要去帮助他人消除其痛苦。析论至此，孟子的恻隐显然不是感染性痛苦或个人痛苦。

与上述两种情感反应不同，“同感关怀”（或通常说的同感）对他人的痛苦是：主动的 （ａｃｔｉｖｅ）、回应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及指向他人或以他人为中心的 （ｏｔｈ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当吾人同感关怀他人的不幸时，
吾人的心是主动回应而非被动反应，因吾人亦可以残忍麻木，对他人的不幸视若无睹。并且同感关怀是指向

他人的，意即由他人痛苦所唤起的痛苦虽说是自己感同身受的，但仍是指向不幸的他人，故必须借由帮助他

人消除其痛苦才能消除自己感同身受的痛苦。是以同感关怀总是伴随着利他的动机与行动。此外，同感关怀

之所以能对他人痛苦感同身受，往往是由于对他人作出心灵阅读，即设想自己成为他人、身处他人境况去感

受其痛苦。可见，同感关怀的情感反应庶几近于孟子的恻隐。

至于 “同情”，虽然亦是主动的、回应的及指向他人或以他人为中心的，故与同感关怀同属 “关切”而

非 “反应性痛苦”，但与同感关怀不同，它不是同感的。也就是说，吾人同情他人的不幸时，并未感同身受

其痛苦，也不必进行心灵阅读。试看以下有关同情的例子：Ａ遭亲人出卖却懵然不知，Ｂ知情后对 Ａ深感同
情。此处 Ｂ同情 Ａ的不幸，不涉及同感，因为 Ａ不知情故根本不痛苦，亦未有心灵阅读的操作，即 Ｂ无需设
想自己成为 Ａ，在 Ａ的处境去感受 Ａ的情感。尽管尼科尔斯跟随主流观点将同情归类为非同感的，但他提及
的质疑观点和修正了心灵阅读的定义却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孟子的恻隐。（ａ）对于同情不是同感的质疑，
再以上举的例子来说，倘若我们追问 Ｂ为何同情 Ａ，Ａ根本不知自己被亲人出卖故不痛苦，则 Ｂ的回答极可
能是因担心 Ａ一旦发现真相将痛不欲生。若然，则 Ｂ的同情是包含了他对一个心灵预演 （ｍｉｎｄ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的
同感，故同情仍是以同感关怀为基础，且心灵阅读亦在其中矣。（ｂ）对于心灵阅读，前面曾指出尼科尔斯建
议对心灵阅读作最低程度的解说。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证据，儿童在两岁时便开始懂得使用 “受伤”（ｈｕｒｔ）与
“痛”（ｐａｉｎ）的语词去认知他人的伤痛，证明他们已经具备同感关怀，但这是通过最低程度的心灵阅读来体
会他人，即把受伤和痛归于他人。当然，到儿童日渐长大，心灵阅读的操作将越发成熟，乃能设想自己成为

他人、身处他人境况去感受他人的情感。有了这两项澄清，我们可以更周延地诠释孟子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的例子来说明恻隐。或谓：乍见表示情况紧急，根本没有思虑的时间，故此中不可能进行心灵阅读，因而恻

隐不是同感关怀而应是同情。则答曰：此中仍可能运用了最低程度的心灵阅读，故恻隐是同感关怀，这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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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不忍牛觳觫的例子是一致的。又或谓：孟子未有仔细规定孺子入井的细节，假使孺子是高高兴兴地在井

边玩耍，那么恻隐就不是同感关怀而是同情。则答曰：即便如此，恻隐仍是对一个心灵预演即小孩将跳落井

中受伤的同感关怀。

以上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确定恻隐是同感关怀。以同感言，恻隐是情感反应；以关怀 （或关切）言，恻隐

就是孟子的 “仁”。依宋明儒者的诠释，仁是道德的道理，与恻隐的情感一体两面。易言之，仁是恻隐的道理，

恻隐是仁的情感表现。这在孟子那里虽未明白道出，但也不无根据，《孟子·告子上》有曰：“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与西方哲学长期囿于

理性与情感二分所产生的思维定式迥然不同。例如，对尼科尔斯而言，关怀只是个分类的虚概念，与情感机

制协作以形成情感规则的理性部分是规范信息或规范理论体系。又如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降，哲学与道德心
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在情感，道德推理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只是情感的社会派生物而已。①

回到孟子，恻隐与仁的关系还可补充两点说明。（１）上面曾提及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与 “恻隐之

心，仁也”的差异。除了采取前述刘蕺山 “仁之端”是指仁的一面 （解 “端”为端项）故与 “仁也”无别

的释读外，如坚持 “端”为端绪、萌蘖，则恻隐只是仁心的始发，自不等同于仁心，这说法是许可的，是从

心量大小的角度看。依此，恻隐只是吾人仁心在某限制下的表现，必得扩充存养才能使仁心充尽呈现，故仁

之端 （部分）不即是仁 （整全）。但若进一步想，仁之端与仁 （部分与整全）本质上并无不同，借王阳明的

譬喻说，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本质上无二无别②，则说恻隐是仁之端可，说恻隐是仁亦可，并且说恻隐是仁更

能给予吾人实践上的信心 （即只要下扩充存养工夫，泉之始达必可至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２）恻隐
既是仁的情感表现，为何指点仁主要不是从亲亲、仁民等正面情感入手，而是从恻隐、不忍、不安等负面情

感入手？对此，朱子亦尝注意：

又曰：“恻隐羞恶，多是因逆其理而见。惟有所可伤，这里恻隐之端便动；惟有所可恶，这里羞恶之端便

动。若是事亲从兄，又是自然顺处见之。”③

为什么恻隐 （与羞恶）“多是因逆其理而见”，而非 “自然顺处见之”？朱子的解释是如此才能更清楚体认到

它的萌动，即 “有所可伤”“有所可恶”。我们不难想象在事亲从兄时，仁心的关怀易夹杂其他情感如欢乐

（感性的乐，非孟子乐莫大焉之乐）或自然性向如偏私等一并呈现，人遂不易体认其中实有仁心在焉。换一

个角度看，负面情感比正面情感更能抖落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让人直面心之发为仁是无条件性的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明乎此，我们才懂得，为何孔子反省礼之本不是从嘉礼或其他礼仪，而是从丧礼入手 （见

《论语·八佾》孔子回答 “林放问礼之本”）。

下面分析羞恶。朱子说：“羞者，羞己之非；恶者，恶人之恶。”④ 此即合 “羞”与 “恶”为 “羞恶”，

乃羞耻厌恶不道德的过恶。值得注意的是，羞耻厌恶一般是指人内心对自己所犯过恶的情感谴责，但朱子析

而为羞己与恶人，似是想强调羞恶的情感是通乎己与人、内与外两面的。在 《孟子》中意义近乎 “羞恶”

的，除了 “羞”“恶”外，还有 “耻”“辱”“愧”“怍”“惭”等。“愧”与 “怍”只一见于 《孟子·尽心

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惭”亦只一见于 《孟子·公孙丑下》“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都是带

有道德意味的。“耻”与 “辱”，《说文解字》曰：“辱，耻也”，则辱字有一义与耻字相通，检读相关文句，

可知两字所指的情感反应，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 （即与道德无涉）。道德的例子有：“故声闻过

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

下》）；“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

上》）。非道德的例子有：“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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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纃纃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

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

之知：总是一个本体。’”（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３ 《传习录下》，第 １０９页）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８、１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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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 （《孟子·离娄上》）。

“恶”有多义，如意谓厌恶，亦是有道德的、有非道德的使用。例如，“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

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

齐楚恶而伐之”（《孟子·滕文公下》）。比较特别的是 “羞”，只有两处文字看似与道德无关，即 “御者且羞

与射者比”（《孟子·滕文公下》）及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几希矣”（《孟子·离娄下》）。但仔细玩味，其实都与道德有关：御者王良之所以羞与射者奚合作，是因奚要

求的是不依规矩的驾驭 （“诡遇”）；而妻妾之羞泣是因丈夫舍义 （降志辱身）逐利 （求富贵利达）。所以，

“羞”完全是违反道德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总之，我们不妨将不关乎道德的一面理解为是对耻、辱、恶等的

日常性设想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是由人未能符合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价值所引发，像竞争时技不如人感
到耻辱 （争胜、力强通常是社会认定的价值，古今皆然）。而儒家则努力将此日常性设想转化为道德的设想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强调只有当人作道德上的恶时所感到的耻辱才是真正的耻辱；技不如人既不必觉得耻辱
亦不应怨恨胜过自己的人，相反该做的是反求诸己、善化自身。孟子说：“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

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相较于恻隐与同感关怀显示出的跨文化共性，“羞恶”与道德心理学探究的 “羞耻”（ｓｈａｍｅ）却差异甚
大。对这一点，石凤来 （Ｂｏｎｇｒａｅ Ｓｅｏｋ）的研究有仔细说明。① 过去道德心理学多是把羞耻与 “愧疚”（ｇｕｉｌｔ）
作对照研究，认为羞耻是：不必关乎道德的 （即上面所说的日常性设想）、负面和破坏的 （产生负面意识）、

指向自我的 （挑战自我的认同或形象）以及内部不可控的 （牵涉性格的构成故非人所能控制），因而易于导

致忧郁倾向。相比之下，愧疚则是：道德的 （只有违反道德才会感到）、正面和建设的 （产生改过的道德意

识）、指向行动的 （由不道德行动引发，却无关乎自我认同）以及内部可控的 （只需改正行动而无需转变性

格，故属人所能控制）。② 骤眼看来，孟子的羞恶近于愧疚而远于羞耻，但究其实，它与愧疚仍不尽相同，例

如孟子肯定不会同意羞恶只有纠正行动的作用而与人格塑造无关。至于羞恶与羞耻为何迥异其趣，石凤来运

用文化心理学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分别从个人主义者相对集体主义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归
因理论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即如何说明羞耻的成因以及自我观三方面作解，然与本文题旨无关，此处就不加
评述。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石凤来依据孟子设想的 “儒家式羞耻”（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ｈａｍｅ）：它是孟子道德心的
先天取向、正向的自我意识、促进自我修养的情感、建设性的性格特征、能激发适应性和修复性行为以及追

求美德和道德的卓越。

无疑，儒家式羞耻已十分接近孟子的羞恶，却仍未尽其中底蕴。首先，在孟子那里，羞恶必关联于恻隐，

是人应恻隐而不恻隐时的情感反应。易言之，羞恶是恶不仁。设想你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怵惕恻隐，正想举

步冲前营救，但一眼瞥见脚上所穿昨天刚买的名贵皮鞋时，心怕弄脏乃犹豫起来，结果孺子于惨叫声中已掉

落井内。在知道孺子伤重垂危后，你内心顿时禁不住涌起一阵自责，此便是那恶不仁的羞恶。这亦是为何孟

子只举一例说明恻隐后，就未有再分别举例说明羞恶、辞让与是非，因为一例可概其余。或谓：即便羞恶是

恶不仁，但也可以是羞恶其他的不道德行为或意念。则答曰：羞恶的情感反应固然在吾人生活经验中可以由

不同的原因触发，但忽略恶不仁，则无法把握羞恶的核心意义，无法了解四端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无

法认识羞恶乃至其余三端最根本的道德属性。其次，羞恶不是羞恶一个它以外的道德的恶，而是在恶不仁中

它当身裁断那所羞恶的不仁是道德的恶，并由此衬托出仁是道德的善而应好之。说衬托是因在恶不仁中那好

仁仍隐而未显，若由隐及显，好仁与恶不仁两边俱露，心便动现为是非一端。可知，羞恶不仁的情感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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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Ｂｏｎｇｒａｅ Ｓｅｏｋ牞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ｈａｍ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牞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牞 １０牗１牘 牞 ２０１５牞 ｐｐ ２１－５７牷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ｈａｍｅ牶 Ｓｈａｍｅ ｏｆ Ｓｈａ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牞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牞 ２０１７。另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ｏｃｋｅｒ牞 Ｓｈａｍ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ｔ牞  ｉ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牞 Ｐａｕｌ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牗 ｅｄ 牘 牞 Ｏｘｆｏｒｄ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８牞 ｐｐ ３５９－３７８。下面析论
“羞耻”（ｓｈａｍｅ）与 “愧疚”（ｇｕｉｌｔ），主要根据这些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非西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影响，晚近心理学家对羞耻的探究发生转向，渐有视羞耻为正向的道德情感并且是促

成自我反省的主动动力。［参见 Ｂｏｎｇｒａｅ Ｓｅｏｋ牞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ｈａｍ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牞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牞
１０牗１牘 牞 ２０１５牞 ｐｐ ２１－５７］



心之四端

自作道德的判断，故曰义之端也，而道德的道理 （或理性）即义正是与之俱起的 （案：俱起者，并现也，有

此即有彼，用 《庄子·齐物论》的话说，“彼是，方生之说也”）。过往研究孟子的羞恶 （或四端），从未有

注意及此者，石凤来亦不例外。①

接下来看辞让。朱子说：“辞者，辞己之物；让者，让与他人。”② 此即推却或不接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以让与他人。吾人在公交车上让座与老弱伤残者是个典例。孟子的例子是：“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

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孟子·告子下》）“徐行后长者”是辞让，不与长者争

路，这是敬长的表现，故谓之弟 （“弟”本意是敬兄，敬兄为敬长之一例，故此处引申为敬长）。而辞让的相

反就是争夺。倘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辞让不相争夺，便能建立一个和谐即和而不同的社群，这在儒家叫作礼，

孔子就说过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的话。故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此外，辞让所表示

的无非是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重要，即能认真不苟地对待他人，故辞让之心亦可作恭敬之心。或谓：

辞让 （恭敬）是待人的态度，似非情感？则答曰：如吾人反问自己为何辞让他人，就知此实出于关怀；若不

关怀，必不顾他人感受，不辞不让跟他人争夺到底。再以公交车让座为例，吾人是目睹老弱伤残者站立艰难，

心生恻隐 （同感关怀）乃起身让座，可见辞让的情感反应是恻隐的情感反应在一个特殊境况下 （即他人的痛

苦可以借由辞己之物让与他人来缓解）的别样呈现。说别样呈现，是因恻隐之仁与辞让之礼所侧重者仍有不

同。不过，这不同不在于恻隐是个人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而辞让是亲社会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因为儒家的个人绝非现
代文化下原子的 （ａｔｏｍｉｃ）、个人主义式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个人，乃是与社会相互连贯的。儒家认为个人与
社会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不可一刀两断为两个互不相通的领域。依此，四端的情与理都是同时具有个人与

社会的两面。恻隐与辞让的不同应在于：辞让比恻隐更能让吾人体认到关怀他人所蕴涵的牺牲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意
义。有时恻隐利他不一定需要自己有所牺牲，但辞让则必使人意识到须放弃属于自己的东西，让与他人。再

者，辞让可以客观化为礼制。从好处看，是能强化辞让的情感或礼的道理；从坏处看，是客观化为制度后总

难免有僵化之虞，一旦礼制沦为形式主义的成规格套，不但背后辞让的情与理不易为人所知，人甚至会由此

产生误解，以为礼的意义仅在于本其规范性来限制束缚人 （的自然人性）以建立秩序。

再来分析是非。朱子说：“是、非自是两样分明。”③ 所谓两样，就是上面曾提及的羞恶不仁及其衬托出

的恻隐好仁；而所谓分明，就是恻隐好仁的一面由隐及显，好仁与恶不仁一起而成是非的情感反应。是非的

情感反应，说穿了无非是好 （仁）恶 （不仁），像吾人见一善行即美言赞赏，见一恶行即严辞斥责。这 “好

恶”在 《孟子》的文本根据是 《孟子·告子上》牛山濯濯之喻有云：“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

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此中，好恶正是合仁义两面来言 （仁义之）心。代表明代心学

理论高峰的王阳明就明白说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

万事万变。”④ 所以，对孟子的道德心而言，羞恶与好恶不同，不宜混为一谈。羞恶是恶不仁，是道德心呈现

为道德判断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属义之端 （义的一面、义的道理）；是非或好恶是好仁恶不仁，是道德心呈

现为道德认知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属智之端 （智的一面、智的道理），而义的裁断 （道德判断）已涵蕴其中。

明乎此，则知上一节引录 《孟子·离娄上》“智之实，知斯二者 （案：仁与义）弗去是也”，虽与 《孟子·公

孙丑上》《孟子·告子上》以是非之心言智看似不同，究其实是相同的意思。

此道德认知所知的内容，乃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在于仁 （或恻隐），亦即 “仁是道德上应该践行的，不仁

是道德上不应该践行的”。孟子尝引 （不见于 《论语》的）孔子的话作证：“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矣。’”（《孟子·离娄上》）若不嫌比附，借尼科尔斯的用语，此道德认知及其中包含的道德判断便是孟子心学

的核心道德判断。这一点，刘蕺山看得到，故曰 “此性善第一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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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凤来有一篇讨论恻隐之心的文章，旁征博引地综述恻隐之心的四种解释与三条研究进路，但没有将恻隐与羞恶 （以至辞让、是

非）关联起来考察即是明证。［参见 Ｂｏｎｇｒａｅ Ｓｅｏｋ牞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ｅｙｉｎｚｈｉｘｉｎ牞  Ｄａｏ牞
Ｖｏｌ ２１牗１牘 牞 ２０２２牞 ｐｐ ３７－５９］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６页。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３ 《传习录下》，第 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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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无善无恶，其如动而为好恶，好必善，恶必恶，如火之热，水之寒，断断不爽，乃见其所为善者。孟

子性善之说本此。故曰：“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此性善第一义也。《大学》之好恶，正指平

旦之好恶而言，故欺曰 “自欺”，谦曰 “自谦”。自之为言由也，自之为言独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蕺山将好恶关联于 《大学》，以指点好恶或是非是 “由”道德心 “自”己 “独”自给予的

（“自之为言由也，自之为言独也”）。换言之，是道德心自知的。自知的概念，阳明早已言及：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

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②

阳明的 “良知”知是知非，是他把是非之智提升上来以代表本心，以之综括孟子所言的四端。说 “盖思之是

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即是非邪正 （的准则的认知）是良知自己给予自己的。③ 这跟当代哲学探讨自

知 （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确有相通之处而或可相互发明。当代哲学研究自知，是要对人可直接通达至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自己的意识而知意识所与的内容给出理论说明，以见其与一般认知外在对象 （可名曰他知）的不

同。④ 至于道德心在自知是非善恶的同时亦自知其自己，此严格说，应是心自觉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其自己。⑤

道德心自知的课题，可说者甚多，详细分析得另文为之，然因与恰当理解羞恶之义与是非之智密切相关，故

扼要综述于上。

最后，让我们举出一个道德心理学的旁证，来支持将四端视为道德心的四面比起看作道德心发用的例示

更有道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ｉｄｔ）曾编撰构成道德感的情感的自然史，将道德情感
归为四大类：（１）“对他人的谴责情感”（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ｅｍｎ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像蔑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愤怒 （ａｎｇｅｒ）
和厌恶 （ｄｉｓｇｕｓｔ），促使人去惩罚破坏人际相互合作的作弊者；（２）“对他人的赞美情感”（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像感激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或可被称为）崇高 （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道德敬畏
（ｍｏｒａｌ ａｗｅ）和感动 （ｂｅｉｎｇ ｍｏｖｅｄ），促使人去奖励利他者；（３）“对他人的痛苦情感”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像同情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怜悯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和同感 （ｅｍｐａｔｈｙ），促使人去帮助有需要者；（４）“自我
意识的情感”（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像愧疚 （ｇｕｉｌｔ）、羞耻 （ｓｈａｍｅ）和尴尬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ｍｅｎｔ），促使人
避免成为破坏人际相互合作的作弊者及改正作弊的后果。⑥ 撇开海特是从进化的角度将道德奠基于人际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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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４ 《学言下》，第 ５１９页。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２ 《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第 ８１ ８２页。
对王阳明的自知概念，牟宗三虽曾论及，但所析述似近于良知自觉其自己而远于良知自知是非善恶。他说：“凡是反身之自知皆是就

‘心之呈现之所是’反身而如之。一方它既不是另一个心，一方它于 ‘心之呈现之所是’无所增益，亦无所减损。是以此自知，就

其为知的意思说，它自身无颜色，故仍可说为认知的心 （心之认知活动），而此认知的心实不是另一个心，只是那心之呈现之所是

中的觉明所透示出的一种作用反身而肯认那各呈现之所是之自己耳。这一种反身肯认的作用，因无颜色，而对于各呈现之是又无损

益，故名曰认知的作用，但却是自知，而并不是他知 （由他而知）。既是自知，则此知之为 ‘能’即消融于心之呈现之所是自己中

而为一，而泯失其为 ‘能’义，故不是另一个心也。‘能’义既泯，‘所’义亦泯，还是那 ‘呈现之所是’之自己。”（牟宗三：《心

体与性体》第 ３册，第 ３３５页）对良知自知是非善恶一面，耿宁 （Ｉｓｏ Ｋｅｒｎ）有显题化的处理，他名之为 “对本己意向中的伦理价

值的直接意识”，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 “致良知”》，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 １９５
２７０页。此外，耿宁还提醒道：“其实，王阳明的 ‘良知’不必然是一个是非、好恶之心。如果心的本体自然流行、自然发用，如果

没有任何私欲、物欲去妨碍它、遮蔽它、牵扯它，那么这个心理活动的自知也就没有甚么是非、好恶。”（《从 “自知”的概念来了

解王阳明的良知说》，载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 １３２页）这
其实即是前引刘蕺山文字中 “心是无善无恶，其如动而为好恶，好必善，恶必恶，如火之热，水之寒，断断不爽，乃见其所为善

者”所表示的意思。不过，即便心之本体如如呈现，其心理活动的自知没有什么是非、好恶，却仍有恻隐之仁即阳明的天理概念。

当代哲学研究自知，主要有三种解释理论，一是 “熟悉者理论”（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一是 “内在感觉理论”（ｉｎｎｅｒ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一是 “理性主义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参见 Ｂｒｉｅ Ｇｅｒｔｌｅｒ牞 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牞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２０１１）
心自觉其自己，自宋明以降已是心学的成说。当代继承宋明心学的学者如熊十力、唐君毅与牟宗三等都有演绎发挥。例如，熊十力

说：“是故体万物而不遗者，即唯此心。见心乃云见体。然复应知，所言见心，即心自见故。心者不化于物，故是照体独立，而可

名为智矣。吾人常能保任此智而勿失之，故乃自己认识自己，而无一毫锢蔽焉。云何自己认识自己？以此认识离能所、内外、同异

等分别相，而实昭昭明明，内自识故，故假说言自己认识自己。”［《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熊十力全集》第 ２卷，武汉：湖北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１页］
参见 Ｊｏｈ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ｉｄｔ牞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牞  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牞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牞 Ｋｌａｕｓ Ｒ Ｓｃｈｅｒｅｒ ＆ Ｈ Ｈｉｌｌ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牗 ｅｄ 牘 牞 Ｏｘｆｏｒ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３牞 ｐｐ ８５２－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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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不说，他的道德情感自然史所列举的四类不能不说与孟子的四端若合符节。对他人的谴责情感类乎孟子

的是非之心那 “非”的一面；对他人的赞美情感类乎孟子的是非之心那 “是”的一面；对他人的痛苦情感类

乎孟子的恻隐之心；自我意识的情感类乎孟子的羞恶之心。此处倘若让孟子作一回应，他或许会说：对他人

的赞美情感与谴责情感可合而为是非的情感，因两者本是一体两面；辞让的情感固与恻隐、羞恶及是非相通，

但宜独立出来，像尊重 （ｒｅｓｐｅｃｔ），这在海德的分类中既非对他人的赞美亦非谴责，却是能以之维持乃至强化
人际的相互合作；把道德情感区分为对他人的与自己的，虽大体不差，但其实己与人的界线绝非壁垒分明，

更多是偏重不同而已，像羞恶便可以是羞己之非或恶人之恶；最后，海德的四类只是对道德情感做自然史的

汇整，这尽管可以佐证四端其实是最基本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道德情感，但四类是平列的，四端却是道德心相
互关联的四面，由此可以转入下一节的析论。

三

四端是道德心的四面，彼此相互关联而为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此中义理，宋明儒者特别是朱子

与刘蕺山发挥尤多。首先，让我们再次征引朱子破梨的比喻：

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着

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着义，便有礼智相对。

道德心 “元只是一物”，即它是整全的。但从其发用处看，不难见到它有四面，所谓 “自然成四派”。就像破

梨，一刀分成两半，即恻隐之仁与羞恶不仁之义，而仁与不仁实 “相依”（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且是 “依而相即”

的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对此，蕺山有清楚解说：
夫子既言 “好仁”，又言 “恶不仁”，一似复语，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恶而后清。盖人心本有仁无不仁，而

气拘物蔽之后，不仁尝伏于仁者之中，至于仁不仁相为倚伏，而不仁者转足以胜仁，此时尤赖本心之明，发而

为好恶之正者，终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难力致其决，以全其有仁无不仁之体，则圣学之全功于是乎在矣。①

接着，在仁的一面切一刀，即分出辞让之礼；在义的一面切一刀，即分出是非之智。可知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或仁、义、礼、智四面于道德心而言有一本体上的先后次序，不容混乱。（案：本体上的先后次序，是指

本体上的先在性及其所涵蕴者的步步展开，非现象上的时间的先后次序。）换言之，孟子说的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乃道德心内部结构的生发次第，不能随意改易为恻隐、辞让、是非、羞恶或其他排列。朱子尝与学

生论及：

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收藏不测是智。

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

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②

元亨利贞是四季运行的本体根据，其生发次第必是自元之始而亨之通而利之和而贞之正，或如周濂溪说：

“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③，表示元亨、利贞为真实无妄的生化 （《中庸》的 “诚”）始而终、

终而始的流行历程。朱子 “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的话，旨在申明仁义礼智为道德心内部的生发次序，

故谓 “生时有次第”。所不同的是，本体的元亨利贞发为现象的春夏秋冬仍是不改次序的，否则生化不成生

化，但本体的仁义礼智 （即四面构成的道德心）随机 （不同的处境）发用，则随辞让的处境发为辞让，随是

非的处境发为是非，不必定要先发为恻隐，才能继之发为羞恶、辞让与是非，故谓 “发时无次第”。尤有进

者，人所遇的境况千变万化，四端的情感反应随之更可各在其下发为不尽相同的别样的情感反应，如面对无

辜者惨遭屠戮，羞恶 （恶人之恶）或是非乃可发为道德的愤怒，此怒非暴怒之怒，而是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孟子·梁惠王下》）之怒。总之，道德心放之弥六合，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多 （万善）；相反道

德心卷之退藏于密，则是多而四，四而二，二而一，仍只是那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系辞上》）的道

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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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２ 《学言上》，第 ４５４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６，第 １０７页。
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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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四面的相互关联，朱子又说：“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

之分别。”① 换一个说法，即道德心的内部或曰存有结构是：以恻隐之仁为底据；以羞恶之义为裁断；以辞让

之礼为节文；以是非之智为明觉。虽然道德心是理 （性）与情 （感）一体两面的，但四面的发用还是有偏重

处的不同。相对而言，恻隐之仁比较突出心的情感相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羞恶之义比较突出心的义理相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辞让之礼比较突出心的规范相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是非之智比较突出心的认知相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又心知善知恶即好善恶恶，而好善恶恶已是为善去恶的初始表现②，此即见心的实践相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与动力相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并且，当心能不容已的要求实现其自己，其意志相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亦显。过去西方哲学囿于理性与情感的二分，遂易将认知、判断与评价等心灵活动归属于
理性，但近时的情感研究却指出情感也能作认知、判断与评价。③ 这不妨说是给孟子道德心的四面的相互关联

和穿透提供了一有力旁证。

再次，心的四面既相互关联和穿透，这里便有一 “摄入”的关系可说。此即首要 （ｐｒｉｍａｒｙ）的一面 “统

摄”其余次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的三面，而三面则 “收入”于首要的一面。显然，恻隐之仁是底据，故 “仁统四

端”。请看朱子的话：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

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

一个。”④

问：“恻隐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恻隐便是初动时，羞恶、是非、恭敬，亦须是这个先动一动了，

方会恁地只于动处便见。譬如四时，若不是有春生之气，夏来长个甚么？秋时又把甚收？冬时又把甚藏？”⑤

恻隐是个脑子，羞恶、辞逊、是非须是从这里发来。若非恻隐，三者俱是死物了。恻隐之心，通贯此

三者。⑥

这在 《孟子》不无根据。例如，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

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

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又云：“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

子·离娄上》）此见举仁可概其余。

另外，朱子与蕺山都提出 “智 （亦可）统四端”。朱子晚年的玉山讲义就特别强调这层意思。《答陈器之

问玉山讲义》云：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

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

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

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

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

此也。⑦

朱子的理由是：智之是非好恶是两面道理兼备，故吾人对道德之所以为道德 （即善恶）的认识，要到心呈现

智的一面才算彻底完成，而好仁 （包括礼）、恶不仁 （义）皆藏其中矣，且皆因智而得贞定矣。智在道德心

中所起的贞定作用，犹如贞下启元，故谓 “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这样一来，则 “仁与智包得，

义与礼包不得”，因 “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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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⑦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６，第 １０９、１０７页。
这点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有精辟说明，参见郑宗义：《再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宋明理学到当代新儒家》，香港：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１５３ １８６页。
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ｄｅ Ｓｏｕｓａ牞 Ｅｍｏｔｉｏｎ牞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牞 ｈｔｔｐ牶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ｅｍｏｔｉｏｎ。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５３，第 １２８９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５８，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２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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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处”。① 把智提升至仁的地位，成为道德心首要的一面，若想在 《孟子》中找文本证据，恐得费一番诠释

的周折。《孟子·公孙丑上》虽有将智移前至紧随仁之后的话，却未有越过仁，其言曰：“夫仁，天之尊爵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在没有阻挠的情况下仍不

实践仁是不辨是非 （“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实践仁自无礼，不辨是非自无义，如此自然只能依从

他人 （或犹如代表众人的社会）订立的准则行事，俯仰由人而为他人所奴役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

人役也”）。但即便如此说，充其量是仁智并举，并未真正凸显出智亦可成为四面中首要的一面。比较有力

的证据，应在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的 “知”字上认取。此 “知”字指

知心之四端且将它们扩而充之，然非吾人另有一个心去知吾人的道德心，而是如前面的分析已指出的，是道

德心的自知：道德心自知善恶，并于自知中自觉其自己。道德心的自知，乃是非之智 （心的认知一面）从应

物的外用收回来作自明的内用。由是，智的首要地位不言而喻。蕺山正是据此理由主张智统四端：

智者，良知静深之体。良知贯乎四德，而独于智见其体。盖深根宁极之后，正一点灵明葆任得地处。故

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②

仁统四端，智亦统四端，故孔门之学先求仁，而阳明子以良知立教。良知二字，是医家倒藏法也。③

心，一而已。视于无形谓之明，故明无不见；听于无声谓之聪，故聪无不闻；思于无思谓之睿，故睿无不

通；虑于何虑谓之智，故智无不知，而四者有递入之象焉。然则人心其统于智乎？合聪明睿以为智，而无不知

也。盎然而知者，仁也，所以宽裕温柔也，又谓之恻隐之心；沛然而知者，义也，所以发强刚毅也，又谓之羞

恶之心；截然而知者，礼也，所以齐庄中正也，又谓之辞让之心；井井然而知，归之无所不知者，即智也，所

以文理密察也，又谓之是非之心。分而言之，灿然情也，情一知也；合而言之，浑然性也，性一智也。《大学》

之言明德，渊已乎。④

恻隐之仁 “盎然而知”、羞恶之义 “沛然而知”、辞让之礼 “截然而知”、是非之智 “井井然而知”，则智内

用的自知实周流乎心的四面，故谓 “情一知也” “性一智也”。这亦是阳明心学为何能以良知来代表心的

缘故。

再者，要洞悉孟子的四端本相互贯通，关键在于明白羞恶之义是恶不仁而绾合仁义为一体，之后才能自

仁的一面分别出礼，自义的一面分别出智。所以义虽不能统四端，仁义却是一大界限。朱子说：

四端犹四德。逐一言之，则各自为界限；分而言之，则仁义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义，人

路也。”如 《乾文言》既曰 “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⑤

无疑，孟子除了高举仁外，最突出的莫过于仁与义并举，甚至使用复合词 “仁义”。例如，他一见梁惠王即

说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又尝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诗》云：‘既醉以

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孟子·告子上》）。不过，回到哲学史的脉络，

应知孟子言仁义，一方面是以仁为义，即以仁作为道德判断 （义）所依的理据，此确可涵后来朱子 “仁义又

是一大界限”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则是用之来批判墨家将仁义释为爱利的不当 （案：墨家认为仁是爱、利是

义，故仁义是爱利，即 “兼相爱，交相利”之旨），要自墨家手中夺回仁义的解释权。⑥

以上梳理了道德心四面之间的各种统摄关系，然需补充一点可能引起的误解，此即说明统摄关系只为借

由厘清四面的主次来更好地把握道德心的结构，这并不碍心发用为辞让时仍是以辞让为主。这点曾问学于朱

子的万正淳亦想及，且获得朱子的首肯：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

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⑦

心发用时四面各有攸主，与 “仁智其总统也”两义不相矛盾。

９１

①

②

④

⑥

⑤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６，第 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８页。
③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３ 《学言中》，第 ４９７页。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４ 《学言下》，第 ５１７ ５１８页。
这点笔者曾作仔细分析，参见郑宗义：《仁爱与兼爱———重探儒墨之是非》，《中道 （中大哲学评论）》第 １辑 （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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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蕺山还演绎出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说法：四端是相生相克的。其言曰：

恻隐，心动貌，即性之生机，故属喜，非哀伤也。辞让，心秩貌，即性之长机，故属乐，非严肃也。羞

恶，心克貌，即性之收机，故属怒，非奋发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机，故属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为

表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发中有藏，藏中有发。①

孟子论性，只就最近处指点。如恻隐之心，同是恻隐，有过有不及，相去亦无多，不害其为恻隐也。如羞

恶之心，同是羞恶，有过有不及，相去亦然，不害其为羞恶也。过于恻隐，则羞恶便减；过于羞恶，则恻隐便

伤。心体次第受亏，几于禽兽不远，然良心仍在，平日御入国门，忽然见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来。岂从外

铄者？②

仔细阅读上引两段文字，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两种生克关系。（１）次段是从心的发用上讲生克。当吾人身处一
道德召唤 （ｍｏｒａｌ ｃａｌｌ）的情境，心虽有四面，但应感而动只能萌发一面，即表现出一种情感反应。若说所发
的一面是心之所 “生”，则未发的三面便是心之所 “克”。此生克，亦是消长与隐显；四面之间乃此生彼克、

此长彼消或此显彼隐。通常心是应恻隐时恻隐、应羞恶时羞恶，但有时在同一情境下，心的恻隐与羞恶须相

互争持，即到底是要伤人之痛抑或恶人之恶 （案：恻隐主要是同感关怀他人的痛苦，则这里与之相对应的羞

恶应是指恶人之恶而不是羞己之非）。如是，“过于恻隐，则羞恶便减；过于羞恶，则恻隐便伤”。设想一名

小孩在你经营的文具店偷窃被你抓住，他声泪俱下表示后悔，发誓改过，恳求网开一面，不要将他送官法办，

也不要告知他父母，因必遭狠打一顿。这时，若你心的恻隐一面 （伤人之痛）萌动，眼见小孩哭得死去活

来，很是可怜，便心想告诫一番了事；但若你心的羞恶一面 （恶人之恶）萌动，便心想应将小孩送官或告知

其父母，才能让他汲取教训，否则轻易放过反成纵容。其实对心学而言，你的心无论发为恻隐或羞恶，都是

道德上许可的，只要 （你通过不断的内省）确认所发与所作的是纯粹出自道德心而无一毫私意夹杂即可。因

为发或不发为任何一面皆是在培养道德心，所谓相克之中相生。否则，非纯粹出自道德心的恻隐是滥情 （俗

语说的老好人）、羞恶是麻木 （俗语说的硬心肠），它们无论怎样争持，都是有相克而无相生，都不过是使

“心体次第受亏，几于禽兽不远”。对于恻隐与羞恶何故会相克，则究其实不能诉诸道德召唤的情境让人既可

作此又可作彼的回应，而是两面之间根本上存在着情 （感）与理 （性）的张力。虽说心及其四面是情理合一

的 （情与理一体两面），但毕竟仍有偏重之不同。恻隐是情，仁是理，但仁的一面还是情的意味重；羞恶是

情，义是理，但义的一面在羞己之非时是情的意味重，在恶人之恶时却是理的意味重；辞让是情，礼是理，

但礼的一面在个别的处境中 （如公交车让座与老弱）是情的意味重，在节文化为礼制的情况下却是理的意味

重；是非是情，智是理，但智的一面还是理的意味重。情与理的张力是两者的相克，然此张力具创造性而非

毁灭性，以其能成就道德心的存养扩充，这就是相克中的相生。明乎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另一种从心的

本体上讲的生克。

（２）首段是从心的本体上讲的生克。此中蕺山以春夏秋冬和 《中庸》的喜怒哀乐来比配仁义礼智：恻隐

之仁如春之生 （“性之生机”），属喜；辞让之礼如夏之长 （“性之长机”），属乐；羞恶之义如秋之收 （“性

之收机”），属怒；是非之智如冬之藏 （“性之藏机”），属哀。喜怒哀乐的生克不易懂理，仔细分析得另文

为之，这里暂不多说。［案：传统有不少说法，如喜极而泣、乐极生悲、怒极反笑、哀乐相生等。另汉以来逐

渐建立成熟的 “关联宇宙论”（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亦将四季与各种情感一一对应起来。］春夏秋冬的生克
较易明白，即一元生气表现为阴阳消长 （相克）的不息 （相生）。扼要言之，春 （生）与夏 （长）是阳长阴

消，秋 （收或杀）与冬 （藏）则是阴长阳消，冬去春来是一阳来复，相克中相生。撇开四季的比配不论，心

本体上的四面 “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发中有藏，藏中有发”，还是得回到上面所说的情与理的张力来了解。

若然，孟子的道德心经过宋明心学的演绎发挥后，对情感与理性的动态了解，比起西方哲学的静态二分以至

近时在二分下重新审视的协作，不能不说是细腻得多，且更富于启发性。

四

有了以上对道德心的结构分析，我们应能更恰当地理解孟子与宋明的心学，以下略举三例。

０２

①

②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３ 《学言中》，第 ４９６页。
戴琏璋、吴光主编，锺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第 ２册卷 １４ 《学言下》，第 ５５０页。



心之四端

（一）如何理解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与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

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的 “思”？

一个颇流行却属误解的诠释，是把 “思”字训为 “思考”。① 如是，则孟子的心是一边应物而发为四端中

的一端，属情感反应；另一边呈现为思考，属理性能力，并且是通过思考来确认四端的情感反应是道德的。

从上文下理看，“弗思耳矣”句所思的是仁义礼智；“思则得之”句的 “之”字为代词，指代的是心。问题是

仁义礼智乃心触机所发，根本无需思考才得到，遑论要思考去确认它们的道德身份。更何况如此解，心美其

名是同时具备情感与理性，实则沦为宽泛的整合概念，也无法密合 《孟子·公孙丑上》与 《孟子·告子上》

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文字。必须指出，思亦有想 （或念）及的意思。根据前面的析论，心思及

或想及仁义礼智 （“弗思耳矣”所表示的意思），应是心的自知。王阳明便是如此解 “思”字：

“思日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

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

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

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怍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

之耳。②

这里 “自私用智”的 “安排思索”就是想强加于四端之外的理性思考；“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

知亦自能知得”是心的自知。至于心思及或想及心自己 （“思则得之”所表示的意思），则是心在自知仁义礼

智中复自知其自己，亦即心自觉其自己。上面曾指出，宋明时心的自觉义已是成说。当代儒者发挥尤多，牟

宗三铸 “逆觉体证”一词是典例。③ 所谓逆觉体证，指：（ａ）心所以能自觉其自己，乃因心感应而震动，因
震动而自知其自己。（ｂ）这种自觉，说穿了只是心的呈现。（ｃ）自觉没有能所相，故当说 “我自觉本心”，

遂只有名言上的意义，实并无本心以外的另一个我去自觉本心，是本心自觉其自己，而 “我”已在此自觉

中，故云自觉非他觉。以此类推，当知孟子的 “自暴”“自弃”亦只有名言上的意义，实质言之，“此之谓失

其本心”（《孟子·告子上》）。（ｄ）自觉的心知是内用的、反身的，故其势必逆，即心知不顺其发用往外驰而
是逆回来反用于自己，此正是为何牟宗三将自觉名为逆觉的缘故。

（二）如何理解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 “知言”？

孟子说他能知言、养气 （宋明儒称为工夫），然 《孟子·公孙丑上》的文字虽详于养气却略于知言。养

气是吾人本乎道德心的体认 （求放心）与扩充存养来逐步转化生命的气禀 （气者体之充），直至生命的气禀

全幅合符道德心 （配义与道）而为浩然正气，这其中须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地集义。可见，养气是直接根据

道德心的推致来进行，故谓 “以直养而无害”（《孟子·公孙丑上》）。但知言如指既能辨别各种话语的是非邪

正且善于驳辩它们，使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则恐非直接根据
道德心的推致便能做到。因为依前面的分析，心的是非之智固能知仁为善而应好、不仁为恶而应恶，但与知

言之类乎 《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与明辨仍有相当的距离。无疑，是非之智是知言的根据，但是非之智

的直接推扩似不足以成就知言。此处，有三种可能的补充解释。（１）把知言视为是非之智的认知的进一步外
用。大概没有人注意到牟宗三提出过这一种解说：

仁心觉情在对特殊之机上澄然贞定收敛而为智相，其最初之收敛是孟子所谓 “是非之心”，是明辨道德上

的是非者，常与羞恶之义心连在一起合用。再收敛而向下贞定，顺其及物之用而及那纯然的外物以为知识之对

象，这便是纯知识的是非之心，这与那仁心觉情之超越体距离尤远。然而亦未始不以仁心觉情为本也。而仁心

觉情在为辅助其自己之实现上，亦要求此种纯知识活动之出现。④

（２）像王阳明那样，视博学、审问、慎思与明辨为良知的工夫，即良知为求实现于事事物物所必得要求者。
在阳明看来，博学、审问、慎思与明辨 （如不作良知工夫）属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良知迥不相侔。然

１２

①

②

③

④

杨伯峻分别以 “探索”（或 “探求”）和 “思考”译此处 《孟子·告子上》两句中的 “思”，但未有提出义理解释，参见杨伯峻：

《孟子译注 （重校本）》，香港：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３８９、４０４页。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２ 《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第 ８１ ８２页。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３册，第 ３３３ ３４２页；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２２９ ２３１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３册，第 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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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①，故阳明说：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

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

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②

这样一来，博学、审问、慎思与明辨之为良知工夫乃可为知言提供另一种合理诠释。（３）还有牟宗三那富于
争议的良知坎陷说：良知求实现自己时因需知识，遂坎聐其自己而为认识心，待认识心获得知识后，良知复

回来以知识为配套去实现自己。其言曰：

此言将知识摄入致良知教义中。然知识虽待外，而亦必有待于吾心之领取。领取是了别。了别之用仍是吾

心之所发。徒说知识摄入致良知，尚不足以尽此融摄之真实义。盖此不过将一现成之知识参入其中耳。此融摄

之真实义，须如此说：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

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

自己而为了别从物。从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物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

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如是它无不自足，它自足而欣悦其自己。此入虎穴得虎子之本领也。此方是融摄

知识之真实义。③

依此，知言必涵良知坎陷的一步。析论至此，或问：三种可能的补充解释孰优孰劣？则答曰：各有优劣，且

细按之下，当中仍有不少理论空白处有待填入。不过，牟宗三分别提出的两种解释则是不能两立的，因纯知

识的是非之心若是道德心那是非之智的外用，其中便无所谓坎陷。

（三）如何理解孟子与宋明的心学的伦理学性格？

让我们回想上面析述四端相生相克时曾举的小孩偷窃的例子。对此，道德心或发为恻隐 （伤小孩声泪俱

下之痛）而心想告诫小孩一番了事，或发为羞恶 （恶小孩偷窃之恶）而心想要将小孩送官法办，都是道德上

许可的。换言之，道德心在面对某一道德召唤情境时不是只能作一项道德判断。若然，则将孟子与宋明的心

学看成义务论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或律则伦理学 （ｒｕｌｅ ｅｔｈｉｃｓ）乃不恰当。道德心所发的仁义礼智固可为吾人的行
为提供道德的标准性或准则性，却不必是普遍的道德法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ｓ）。因如为普遍的道德法则，
即将之推理地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应用到具体情境，所得的行为规范应只有一项④，不可能是或恻隐或羞恶皆可，

更不要说道德法则之间会存在彼此相争的张力。这澄清很重要，例如，牟宗三因援借康德的道德哲学来发明

儒家义理，有时不免将心学主张的心即理或良知天理称为普遍的必然的道德法则。他说：

正宗儒家肯定这样的性体心体之为定然地真实的，肯定康德所讲的自由自律的意志即为此性体心体之一

德，故其所透显所自律的道德法则自然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自然斩断一切外在的牵连而为定然的，无条件的，

因此才能有 “存心纯正、不为别的、但为义故”的道德行为，如：“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所欲有

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等语之所示。⑤

虽然牟亦强调 “仁之为普遍的法则，不是抽象地悬起来的普遍法则，而是混融于精诚恻怛之真实生命中而为

具体的普遍，随着具体生活之曲曲折折而如水银泻地、或如圆珠走盘、遍润一切而不遗的这种具体的普

遍”⑥。总之，孟子的道德心所发的仁义礼智与义务论或律则伦理学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大不相同，宜细加鉴

别。只有回归文本的深耕，才能让孟子的心学免于成为西方伦理学分类下的附庸而充分显露出其独特精彩处。

最后，孟子的四端或许亦能返过来给道德心理学提供一些另类的研究思路。首先，道德心理学对道德情

感的研究似流于平说与分类，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探究它们之间有否存在相互关系，特别是羞耻与同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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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２ 《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第 ８０页。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２ 《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第 ８０ ８１页。对收摄见闻之知为良知
工夫是得精一之旨，阳明于别处亦说：“‘惟一’是 ‘惟精’主意，‘惟精’是 ‘惟一’功夫，非 ‘惟精’之外复有 ‘惟一’也。

‘精’字从 ‘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 ‘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 ‘惟精’之功，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

筛拣是 ‘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 ‘惟精’而求 ‘惟一’

也。”（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１ 《传习录上》，第 １５页）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 ２５１ ２５２页。
除非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降低为一般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则应用于具体情境时就容许有例外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⑥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１册，第 １３７ １３８、１１７页。



心之四端

孟子以人未对痛苦者作同感关怀 （恻隐）而知应该作来说羞耻 （羞恶），这是不是有其道理？这是否羞耻的

核心或本质的内容意义，与人因违反其他的道德要求而生的羞耻有着质或强度上的差异？其次，道德心理学

仍未能跳出情感与理性二分的思考定式。尽管尼科尔斯发明的情感规则是情感与理性的协作，但他始终认为

情感的部分更具基础性，并且情感与理性是可以分离的。他的理据一方面来自发展心理学指出小孩未满三岁

时已能同感关怀他人，但理性上则未能认识到为何同感关怀是道德的；另一方面来自认知精神病理学指出的，

精神变态的杀人犯杀害他人时正因同感关怀缺失而完全感受不到受害人的痛苦，但理性上却能认识到杀人是

不道德的。不过，诚如尼科尔斯自己也提及的，精神变态的杀人犯的理性认识往往只停留于约定俗成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层面而无法作深入的道德思考。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当人的情感或理性的任何一面缺失时，另
一面亦会大受影响。至于小孩的案例只是说明，情感在人的成长阶段中较早显露出来而已，同样未能证明理

性与情感是可以分离的。孟子与宋明的心学主张理性与情感不可分离，它们是道德心一体的两面；虽两面之

间有张力 （即前文说的生克消长），因而表现有显隐，但总归是为使彼此能达至一谐和的平衡 （情理兼备），

以使道德心能不息地实现于吾人的生命中 （即前文说的相克中相生）。换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人在面对道

德召唤的情境时，理性与情感在人心中是同时上线的，然感物而动，则或是理性的程序跑至意识的台前 （理

显）而情感的程序退至意识的后台 （情隐）；或是反其道而行 （情显理隐）；或是两者皆作用于台前 （理情皆

显），所谓天理人情俱至，这即使较少发生却非吾人从未经验过的事情。而一旦理性或情感的程序缺失 （心

理学讲的精神变态），另一程序亦将无法如常运作。当然，以上仅为依据孟子与宋明心学所提出的另类研究思

路，是否可转换成一些能供心理学家进行实验检证的假设，就只有留待方家斟酌考量。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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